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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改进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 利用 2018 年 “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

利状况” 调查数据, 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潜在类

别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存在四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 低强度照料型、 高强度照

料型、 居家劳动型和在外工作型。 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个人因素中

的性别、 年龄、 功能状况, 经济因素中的职业和收入, 社会因素中的婚姻状况、 居

住方式和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没有显

著影响作用。 研究结论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生产性参与、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促进老

年人健康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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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mprov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roductive
 

aging
 

and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The
 

Elderly’s
 

Life
 

Welfare
 

in
 

Anhui
 

Province”
 

in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potential
 

category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roductive
 

ag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our
 

modes
 

of
 

productive
 

ag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low-intensity
 

caring,
 

high-intensity
 

caring,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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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home
 

and
 

working
 

outside.
 

The
 

results
 

of
 

multi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model
    

show
 

that
  

gender,
 

age,
 

and
 

functional
 

status
 

in
 

personal
 

factors,
 

occupation
 

and
 

income
 

in
 

economic
 

factors,
 

marital
 

status,
 

living
 

pattern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productive
 

ag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while
 

environment
 

factors
 

haven’t
 

significant
 

effec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e
 

participation,
 

develop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older
 

persons
 

in
 

Chines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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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020 年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 2. 64 亿人,
已占总人口的 18. 7%, 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转至增长的 “快车道”①。 国务院 2016

 

年印发的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 年) 》 和 2017 年印发的 《 “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提出要 “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家庭发展、 互助养老、 社区治理、 社

会公益等活动, 继续发挥余热并实现个人价值”, “通过培育积极老龄观、 加强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 发展老年志愿服务、 引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规范发展扩大老年社会参与”。 由此可

见, “老有所为” 已经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 美国老年学家巴特勒

(Butler) 在 1982 年首次提出的 “生产性老龄化” 概念, 将老年人视为有益于社会的资源, 并

使其拥有更长的健康预期寿命和丰富的人力资本, 强调老年人可以更有效地融入和参与对家

庭、 社区和社会产生持续贡献的活动[1-3] 。 中国学者认为西方背景下的 “生产性老龄化”
(productive

 

aging) 概念等同于我国所提倡的 “老有所为”, 在中国语境下两者可以互换[4-5] 。
“生产性老龄化” 需要与另外两个广泛使用的术语相区分: 一是 “ 成功老龄化”

(successful
 

aging), 侧重于保持健康和参与各种活动的生物效益[6] ; 二是 “积极老龄化”,
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老年人健康、 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提高其生活质量[7] 。 “生产性老龄

化” 虽然同样强调 “参与”, 但其更突出参与产出的社会价值, 即 “生产性”。 由于养老和

社会保障覆盖不足, 我国不少农村老年人在晚年并没有退出经济和社会活动, 仍然在通过工

作、 家庭照料等活动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 迄今为止, 还很少有研究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视

角来定义生产性老龄化, 以及 “生产性” 参与对老年人自身、 对他人、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本研究应用潜在类别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探索中国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

模式, 并检验影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因素。

一、 文献回顾

1.
 

生产性老龄化模式

“生产性老龄化” 在已有文献中被界定为发挥个人能力从事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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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活动, 且这种贡献并不考虑老年人是否得到报酬, 即创造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和

经济生产, 以及这种生产能力的发展都是 “生产性活动” [8] ; 而老年人的自我照料、 自我成

长等行为能够降低其脆弱性, 是对家庭和社会的间接贡献, 也具有 “生产性”。 相应地, 实

证研究提出 “生产性活动” (productive
 

activities) 作为测量 “生产性老龄化” 的多维度概

念, 体现在 “生产性活动” 的多种类型上。 最初对于老年人生产性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某

一项活动参与及其可能的积极或消极后果[9-11] 。 但是, 只关注一项活动可能很难真正理解老

年人参与活动的实际范畴, 因此一次研究多项活动成为研究趋势。 例如, 研究两种活动的组

合———志愿服务和工作[12-13] 、 照料和工作[14] 、 非正式支持和志愿服务[15-16] 。 还有研究同时

分析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活动, 例如工作、 志愿服务、 非正式支持、 照料孙子女等生产性活

动[17] 。 之后更多研究开始将多个活动合并为更大的类别。 例如, 伯尔 ( Burr) 等分析了 5
种生产性活动 (正式的志愿者工作、 非正式支持、 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照料和有酬工作),
确定了四个类型: 照料者、 家庭维护者、 工人 / 志愿者、 超级照料者[18] ; 克罗森 (Croezen)
等研究了 17 种老年人的社会活动, 确定了五个亚组, 并将约一半样本归类为社会参与度较

低人群[19] ; 莫罗-豪厄尔 ( Morrow-Howell) 等基于 33 种社会活动确定了五个类型: 低参

与、 中参与、 高参与、 经济活动和体力活动类型[20] ; 金 ( Kim) 在对韩国城市老年人 9 种

生产性活动的研究基础上确定了四个类型: 自我发展、 坚持工作、 家务管理和不活跃型[21] 。
而对于中国老年人 “生产性”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方面。 张文娟和

赵德宇将中国城市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分为工作型、 休闲娱乐型、 社会型、 家务型和普通

型五类[22] 。 谢立黎和汪斌基于 6 种社会活动确定了三个类型: 高参与型、 家庭照顾型和低

参与型[23] 。 但是已有研究由于数据所限, 并未从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的多维度概念进行界

定和测量, 也无法获得老年人参与每类生产性活动的具体时间, 因此无法通过老年人参与每

项经济、 社会和家庭活动的时间使用和分配归纳来确定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的一般模式。
2.

 

生产性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有关生产性老龄化的研究发现, 虽然很多老年人积极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 但是公共政

策和劳动力市场并没有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机会, 参与意愿转换为实际参与还受到包括老年

人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责任 (例如照顾孙子女和其他亲属) 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24] 。 巴斯 (Bass) 与同事基于 “生产性老龄化” 概念框架识别出四组影响因

素: 个体因素 (动机、 态度、 性别等)、 情境因素 (角色、 责任、 健康、 家庭情况等)、 环

境因素 (经济、 文化、 年龄队列等) 和社会政策因素 (就业、 养老体系等) [8] 。
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有的研究结果, 有学者提出老年人的生产性参与取决于老年人所处

的社会文化环境[25] 。 社会文化背景不仅决定了生产性参与的程度和类型, 也决定了不同生产

性活动的兼容性[26] 。 最近的研究发现, 生产性活动比较普遍的类型———经济活动、 照料 (特
别是照料孙子女) 和社会性活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异质性。 例如, 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和

地区, 老年人的经济活动 (包括农业活动) 参与率最高[18,
 

27] , 在大多数城市地区经济活动参

与率就比较低[28] ; 而在志愿服务、 非正式支持等社会生产性活动中, 地区差异也很明显。
综合以上有关生产性老龄化的研究可以看出: 一方面, 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界定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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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达成一致结论,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某一项或某几项生产性活动上, 分析生产性活动的参

与程度和影响因素, 而非基于生产性老龄化多维概念一般模式的研究;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

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背景下生产性老龄化的界定和理论框架基础上, 而在我国农村这一特殊

社会文化背景下, 生产性老龄化的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二、 理论框架

现有关于老龄化的概念框架大多是以世界卫生组织 “积极老龄化框架” 为基础。 该框

架强调参与活动对生命质量的作用, 活动参与作为框架中的中间变量, 是连接前因诸多因素

(个人、 行为、 健康和社会服务、 经济、 社会和物质环境) 以及后果 (老年人健康福利) 的

桥梁[7] 。 由于在积极老龄化框架下健康既是前因又是后果, 这种单向线性关系存在明显局

限性, 在本研究中只引入这一框架的前因部分, 即讨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老龄化及其相关

的一系列影响因素, 包括个体因素、 社会因素、 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20] 。
对于生产性老龄化的界定和测量, 最常见的是将老年人 “生产性活动” 划分为生产商

品和服务的活动, 包括工作、 照料、 志愿服务等[3,
 

5,
 

29-30] 。 也有研究将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和

业余爱好也视为 “生产性活动” [31] ; 还有研究者认为生产性老龄化的维度应进一步拓展,
不仅包括躯体的、 心理的、 社会的维度, 还应该包括家庭和历史的维度[32] 。 已有的关于中

国老年人生产性活动的研究认为, 生产性活动包括有酬工作、 志愿服务、 家庭照料、 非正式

支持 (向邻居、 朋友、 亲戚等家庭以外的人提供帮助) 等[26,
 

33-34] 。 与西方社会认为老年人

“生产性” 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和价值的假设不同, 中国老年人在晚年阶段的衰退及对家庭的

依赖是一种正常的衰老过程, 而非不能 “成功”、 “积极” 地老化。 虽然中国面临社会和经

济转型的巨大转变, 但对于老年人, 特别是农村老年人, 即使赡养方式和赡养程度正在改

变, 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赡养来源, 而中国农村社会福利和养老资源的有限性也加强了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 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赡养老年父母的文化价值

观和扩展型家庭结构使老年人的支持网络仍然嵌套在家庭中[35] 。 例如, 祖父母照料孙子女

就是家庭结构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的典型例子[36] , 有必要在生产性老龄化的研究中体现文化

价值观和变革中的家庭制度与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关系[25,
 

37] 。
因此, 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背景下, 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并非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化模

式。 本研究提出生产性老龄化界定和测量的 5 个指标: 社会活动、 休闲娱乐、 家务照料、 自

家有酬劳动、 就业 (在外工作)。 以下将介绍这些指标的背景、 相关性和重要性。
1. 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是生产性老龄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参加社会活动有助于建立社会资本, 促进社会

参与和社会化, 增强社会融合和自我价值[38] ; 还可以促进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西方研究以及对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志愿者参与[26,

 

39] , 但是这显然不完

全符合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社会活动界定为与人交往 (打电话、 聊天、 下棋、
打牌等) 和社会参与 (村镇开会、 聚会等活动, 帮助他人、 宗教活动等) 两方面, 前者是具

有私人性的社会交往, 但也有增加社会资本和社会融合、 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 后者则体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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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与其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嵌入性和联系, 被认为是老龄化的关键方面。
2. 休闲娱乐

西方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会有更多空闲时间, 老年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

其积极休闲娱乐的时间, 但是由于照顾的责任, 一些老年人 (主要是老年女性) 从事积极

休闲活动的机会可能会减少[40] 。 而对于中国农村老年人休闲娱乐的情况还知之甚少。
3. 家务照料

家务照料通常是老年人的无偿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8 年中国居民时间使用调查,
中国老年人照顾幼儿的时间比照顾成年家庭成员、 对外提供支持、 参与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

的时间还要长。 2005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也显示, 超过一半的 6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照料孙子女和在家做饭[41] 。 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背景下, 外出

务工人员生活和就业不稳定, 大多数人将子女留在农村的家中由老年人照料, 更加重了老年

人的照料负担。
4. 自家有酬劳动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也鼓励生产性老龄化, 但更倾向于老年人从事家庭劳动[38] 。 农村老

年人在年轻时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或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 与中国城市老年人相比, 农村

老年人在家劳动的比例更高, 往往只要健康状况还允许, 即使没有条件就业, 老年人也仍然

继续劳动赚取收入。
5. 就业 (在外工作)
老年人的就业被视为是维持健康、 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 也有助于社会经济

发展[42] 。 然而在中国,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经济压力是促使老年人继续参与

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43] 。 但是, 以往研究对中国老年人就业或工作的界定一般限定于老年

人正式退休后的正规就业和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 研究样本多是城市老年人, 而对农村老

年人的就业或劳动参与情况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综上, 本研究对莫罗-豪厄尔等提出的老年人活动参与的概念模型进行改进, 提出农村

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地区进行的 “安徽省

老年人福利状况” 纵向调查。 调查对象为巢湖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采用分层多

级抽样方法, 基期调查的设计样本量为 1800。 实地调查中调查员进行入户访问, 询问老

年人本人情况, 并依次询问其每个子女的状况。 2001 年基期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1715
份, 应答率为 95. 3%; 之后在 2003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5 年和 2018 年

进行的跟踪调查中退出样本, 包括迁移、 死亡和失访, 分别为 347 ( 21. 2%) 、 301
(22%) 和 259 (24. 3%) 。 2018 年跟踪调查在原先调查村镇中分层抽取 60—68 岁年龄段

的老年人, 补充了原样本中随时间推移而缺乏的低龄老年人样本, 共获得有效问卷 123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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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框架

份。 由于本研究中的关键数据———时间利用调查是 2018 年跟踪调查的项目, 因此本研究

采用 2018 年跟踪调查的数据。
2.

 

变量选取

主要因变量 “生产性老龄化” 我们使用时间利用信息, 通过回顾性 24 小时时间日志

(Time
 

Diary,
 

TD) 方法对老年人生产性活动进行测量[44] 。 使用 TD 方法, 样本老年人被要

求回忆调查前一天他们从起床到每顿饭, 再到晚上睡觉, 依次进行的各项活动。 利用时间表

信息, 我们可以确定样本老年人如何在各项活动中分配时间, 并进一步计算在调查中所指定

的各项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量。 调查项目列出 15 个特定活动, 我们将每天的时间利用分为

五类: ①社会活动, 包括与他人交往 (如打电话、 聊天、 下棋、 打牌等) 和社会活动 (如

村镇开会、 聚会、 帮助他人和宗教活动等); ②休闲娱乐, 包括个人娱乐 (如看报纸、 看电

视、 听广播、 上网等) 和锻炼身体 (如散步、 广场舞等); ③家务照料, 包括家务活 (买菜

做饭、 打扫、 修理、 缝纫、 宠物等) 和照料他人 (如孙子女、 配偶、 子女等); ④自家有酬

劳动 (自家农活、 家畜、 自家生意、 手工生产等); ⑤外出工作。
表 1 显示老年人每天在各项生产性活动中的时间使用及其性别差异。 农村老年人每天花

费时间最多的是休闲娱乐 (平均 2. 648 小时) 和家务照料 (平均 2. 514 小时), 其次是自家

有酬劳动 (平均 2. 282 小时), 再次是社会活动 (平均 1. 427 小时), 最少的是在外工作

(平均 0. 806 小时)。 但是如果从老年人经济活动的参与整体来看, 每天平均从事有酬工作 3
小时, 从事家务照料这样的无酬工作 2. 5 小时, 明显多于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活动的时间

(平均约 4 小时)。 而且,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和性别化的工作和家庭角色密切相关。 除

了社会活动时间花费的性别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之外, 在农村家庭中, 老年女性花在家务照

料上的时间比有酬工作多 1. 7 小时, 而老年男性花在有酬工作上的时间比家务照料多 2. 3 小

时。 与老年男性相比, 老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照料上的时间更多 (3. 607 小时
 

VS.
 

1. 539 小

时), 而自家有酬劳动 (1. 835 小时
 

VS.
 

2. 681 小时) 和外出工作 (0. 038 小时
 

VS.
 

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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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的时间更少。 老年男性每天则花在休闲娱乐上的时间比老年女性多 0. 9 小时。 这与

其他环境中的性别时间使用相一致[40,
 

45] 。

表 1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活动多维度指标 小时

生产性参与
样本总体

(N= 1234)
女性

(N= 582)
男性

(N= 652) t 检验

社会活动 1. 427 1. 458 1. 399 n. s.
(0. 060) (0. 088) (0. 083)

休闲娱乐 2. 648 2. 174 3. 072 ∗∗∗

(0. 071) (0. 093) (0. 102)
家务照料 2. 514 3. 607 1. 539 ∗∗∗

(0. 074) (0. 117) (0. 076)
自家有酬劳动 2. 282 1. 835 2. 681 ∗∗∗

(0. 087) (0. 109) (0. 132)
在外工作 0. 806 0. 038 1. 188 ∗∗∗

(0. 069) (0. 067) (0. 114)
　 　 注:∗∗∗

 

p<0. 001。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发现以时间利用变量测量生产性活动, 其分布存在着较大偏斜。 因

此, 将各项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利用变量视为连续变量并不理想。 在仔细检查了各类时间利用

活动的分布之后, 我们将每类生产性活动的每日时间使用划分为三类: 零强度、 低强度和高

强度 (在潜在类别分析中被赋值为 1、 2、 3)。 而在将连续变量转化为定序变量时, 细节损

失是不可避免的, 这与农村老年人在不同维度生产性活动中的负担水平实质含义是一致的。

表 2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活动强度指标的分布 (N= 1234) %
生产性活动 生产性活动强度 比例

社会活动 零强度: 0 小时 56. 08
低强度: ≤1 小时 6. 16
高强度: >

 

1 小时 37. 76
休闲娱乐 零强度: 0 小时 17. 67

低强度: ≤4 小时 58. 51
高强度: >

 

4 小时 23. 82
家务照料 零强度: 0 小时 24. 80

低强度: ≤6 小时 63. 86
高强度: >

 

6 小时 11. 35
自家有酬劳动 零强度: 0 小时 48. 06

低强度: ≤8 小时 44. 89
高强度: >

 

8 小时 7. 05
在外工作 零强度: 0 小时 88. 09

低强度: ≤8 小时 7. 46
高强度: >

 

8 小时 4. 46

表 2 显示新创建的分类变量的

频率分布。 其中, 从以下方面考虑

临界点的选择标准: 一是由变量的

原始分布决定的, 在定义低强度类

别时, 首先考虑整体平均数作为临

界点, 或是百分位分布 (中位数)
提取临界点。 二是选择对变化不敏

感的数值作为临界点 (例如以五

六个小时为界限时间)。 三是选择

约定俗成的概念界定, 例如, “高

强度” 的工作被界定为每天工作

时间超过 8 小时, 即标准工作日

时间。

四、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

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系统评估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 假设老年人在不同类

别生产性活动中的时间使用是老年人 “生产性” 的多维表现, 是潜在的类型结构。 潜在类

别分析比标准聚类分析更具有优势的是, 使研究者可以通过潜在类别模型 ( Latent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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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LCM) 用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的类别变量之间的关系[46] , 而非对变量进行简单

归类。 潜在类别分析的基本假设是, 对各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

在类别变量来解释, 每种类别对各外显变量的反应选择都有特定的倾向。 我们采用生产性活

动的时间使用三分类作为类别指标, 即社会活动、 休闲娱乐、 家务照料、 自家有酬劳动和在

外工作的零强度、 低强度和高强度三个分类 (反应 1、 反应 2、 反应 3)。
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是建立潜在类别模型的两个检验参数。 潜在类别概率描述潜在

变量类别的分布, 其合计为 1, 且这些分类既是相互排斥的, 也是可以穷尽的[46] 。 而条件

概率, 即潜在类别中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 则相当于因子分析中的负荷因子, 反映了每个潜

在类别外显变量指标的分布。 条件概率较高表明某一类别的被访者更可能认同对某外显变量

的某一特定反应。 为了识别生产性活动的潜在类别, 我们首先计算只有一个类别 (观察到

的指标变量之间没有关系) 的潜在类别模型, 逐步增加类别的数目, 根据似然比检验统计

量 AIC (Akaike 信息准则) 和 BIC (Bayesian 信息准则) 等拟合优度指标进行比较, 直至找

到最佳模型, AIC 和 BIC 值越小, 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此外, 潜在类别分析中还经常使用

Entropy 指数来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 Entropy 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当 Entropy 值等于

0. 8 时分类的准确率达 90%以上。
确定最佳模型后, 根据条件概率来判断各类别的倾向。 条件概率是对每个观察到的指标

变量和每个潜在类别之间关联的估计, 其范围从 0 到 1 不等, 接近 1 的数字表示变量和潜在

类别之间高度关联, 接近 0 则表示变量和潜在类别之间没有或弱关联。 条件概率可以识别每

个潜在类别的特征, 从而将每个类别加以区分。 因此可以根据各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对潜在

类别的特征进行归纳, 以确定生产性活动的潜在类型并加以命名。 最后, 通过计算后验概率

推断所属的潜在类别, 以此来对每位样本老年人的 “生产性” 进行分类。
表 3 中给出拟合优度统计, 显示了从两类别到五类别模型的似然比统计以及 AIC 和 BIC

指标。 可以看出, BIC 从两类别模型的 9928. 145 下降到四类别模型的 9817. 945, 与五类别

模型的 9814. 041 相比变化非常小。 结合 LMR 检验, 四类别模型改进了三类别模型 ( p<
0. 001), 而五类别模型没有改进四类别模型 (p>0. 5); 且四类别模型在可解释性方面也比

其他模型更符合理论预期。 综合考虑以上指标, 我们认为四类别模型是拟合农村老年人生产

性老龄化模式的理想类别。

表 3　 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拟合优度及选择 N= 1234
模型 K Log (L) AIC BIC aBIC Entropy BLRT LMR

2 21 -4889. 333 9820. 667 9928. 145 9861. 440 0. 554 0. 000 0. 000
3 32 -4809. 623 9683. 245 9847. 022 9745. 376 0. 789 0. 000 0. 000
4 43 -4755. 935 9597. 870 9817. 945 9681. 358 0. 926 0. 000 0. 000
5 54 -4714. 834 9537. 668 9814. 041 9642. 513 0. 888 0. 000 1. 000

在确定理想类别是四类别之后, 区分生产性老龄化的潜在类别需要每个潜在类别外显变

量的条件概率, 表 4 显示了四类别模型中与每个类别相关的条件概率。 根据这些概率的分布

可以将四类别相区分, 并为每一个类型进行命名。 根据表 4 中用粗体突出显示的条件概率

(即各类活动中非零强度最高的条件概率), 本研究将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分为四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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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并分别命名为 “低强度照料型”、 “高强度照料型”、 “居家劳动型” 和 “在外工作型”
四种类型。

表 4　 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潜在类别系数 N= 1234

变量 类别指标
类型 1

低强度照料型
类型 2

高强度照料型
类型 3

居家劳动型
类型 4

在外工作型

社会活动 零强度 0. 422 0. 711 0. 924 0. 913
低强度 0. 067 0. 058 0. 041 0. 052
高强度 0. 511 0. 231 0. 035 0. 035

休闲娱乐 零强度 0. 115 0. 272 0. 446 0. 148
低强度 0. 554 0. 678 0. 507 0. 812
高强度 0. 331 0. 050 0. 047 0. 041

家务照料 零强度 0. 204 0. 000 0. 703 0. 261
低强度 0. 796 0. 000 0. 285 0. 739
高强度 0. 000 1. 000 0. 011 0. 000

自家有酬劳动 零强度 0. 441 0. 617 0. 429 0. 677
低强度 0. 559 0. 383 0. 000 0. 323
高强度 0. 000 0. 000 0. 571 0. 000

在外工作 零强度 0. 960 0. 986 1. 000 0. 000
低强度 0. 040 0. 014 0. 000 0. 506
高强度 0. 000 0. 000 0. 000 0. 494

第一类是 “低强度照料型”, 这一群体老年人在低强度家务照料的条件概率是 0. 796。 同

时, 这一类型的老年人也有可能从事高强度社会活动 (反应 3 的条件概率为 0. 511, 大于其他

两个反应的条件概率)、 低强度的休闲娱乐 (反应 2 条件概率为 0. 554)、 低强度的自家有酬劳

动 (反应 2 条件概率为 0. 559), 以及几乎不从事在外工作 (反应 1 的条件概率 0. 960)。
第二类是 “高强度照料型”, 这个类型的老年人家务照料高强度的条件概率为 1. 000,

他们还有可能从事低强度的休闲娱乐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为 0. 678), 但是社会活动 (反应

1 的条件概率为 0. 711)、 自家有酬劳动 (反应 1 的条件概率 0. 617) 和在外工作 (反应 1 的

条件概率 0. 986) 参与的可能性都很低。 可见, 对于低强度和高强度的家务照料者来说, 他

们也同时从事低强度自家有酬劳动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分别为 0. 559 和 0. 383)。 不过, 低

强度照料者会更多享受高强度的社会活动。
第三类是 “居家劳动型”, 这一类型的老年人有可能从事高强度自家有酬劳动 (反应 3

的条件概率为 0. 571), 低强度休闲娱乐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为 0. 507), 但从事社会活动

(反应 1 的条件概率 0. 924)、 家务照料 (反应 1 的条件概率 0. 703) 和在外工作 (反应 1 的

条件概率 1. 000) 的可能性很低。
第四类是 “在外工作型”, 这一类型的老年人在外工作低强度和高强度的条件概率分别

为 0. 506 和 0. 494, 他们从事低强度家务照料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为 0. 739) 和低强度休闲

娱乐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为 0. 812) 的可能性也很高。 无论是从事高强度的自家有酬劳动还

是外出工作, 其特点都是高强度劳动 (居家劳动型的自家有酬劳动反应 3 条件概率为

0. 571, 在外工作型的在外工作反应 3 条件概率 0. 494) 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承担着低强度家

务照料 (反应 2 的条件概率分别为 0. 285 和 0. 739), 上述两类农村老年人肩负着 “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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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
上述结果意味着, 四种类型的老年人都面临多重生产性活动的负担。 就其从事社会活动

的可能性来看, “照料型” 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工作型”
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很低。 而休闲娱乐方面, 虽然各类型老年人都在低强度有较高

的条件概率, 但很明显劳动负担较轻的 “低强度照料型” 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从事高强度的

休闲娱乐, 而其他类型的老年人即使有休闲娱乐活动, 其活动强度也不高。

五、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因素, 并检验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

龄化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本文运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个体因素、 社会因素、 经济

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影响。
其中, 个体因素包括性别、 年龄、 功能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功能状况以样本老人在洗

澡、 穿脱衣服、 下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来、 在房间里走动、 上厕所和吃饭各项有无困难进行测

量。 经济因素通过职业、 家庭经济收入 (对数) 进行测量。 社会因素包括婚姻状况、 居住

方式、 子女数量和社会网络, 居住方式分为三类: 0 =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1 = 与子女同住、
2 =与子女孙子女同住, 对老年人社交网络进行测量的方法是通过询问老年人关于家庭关系

和邻近朋友关系的三个问题: “有多少个一个月至少来往一次的亲戚 / 朋友”、 “有多少个可

以让您很放心地讨论私人事宜的亲戚 / 朋友”、 “有多少个让您感到关系很好可以找他们帮忙

的亲戚 / 朋友”, 将每个问题回答的数字编码为 0 (无)、 1 (一个)、 2 (两个)、 3 (三个或

四个)、 4 (五个到八个) 或 5 (九个或以上), 六个问题被合并归纳为对老年人社交网络的

测量,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70。 环境因素主要通过老年活动设施可及性进行测量, 老年活

动设施包括老年活动室、 健身室、 棋牌室、 图书室等, 所在社区只要有一种即定义为有活动

设施。 表 5 显示了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因变量生产性老龄化模式被归类为 “低强度照料型”、 “高强度照料型”、 “居家劳

动型” 和 “在外工作型” 四种类型, 因变量是一个四分类变量, 我们使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

归模型检验各类影响因素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影响, 回归模型参照组是低强度照料

型,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
个体因素中, 性别、 年龄和功能状况都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有显著影响。 与

“低强度照料型” 相比, “居家劳动型” 和 “在外工作型” 存在显著的年龄特征, 年龄越大

的农村老年人居家劳动或在外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特别是 “在外工作型”, 随着年龄的增

长, “在外工作” 可能性逐渐减少。 在 “高强度照料型 / 低强度照料型” 的模型中, 男性比

女性成为 “高强度照料型” 的可能性更低; 功能障碍越多, 高强度照料的可能性越小。 而

居家劳动型则与之相反, 与 “低强度照料型” (参照组) 相比, 女性为 “居家劳动型” 的

可能性更低, 功能障碍则提高了 “居家劳动” 的可能性。 而且, 与 “低强度照料型” 相比,
男性老人更有可能成为 “在外工作型”, 而功能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 “在外工作型” 没有显

著影响。 在经济因素中, 相比于 “低强度照料型”, 从事非农业工作和收入更高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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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样本特征描述 N= 1215
变量 类别 / 取值范围 均值 / 百分比 (%) 标准差

个体因素

　 性别 女性= 0 47. 00
男性= 1 53. 00

　 年龄
 

60—69 岁= 0 50. 45
70—79 岁= 1 31. 28
80 岁及以上= 2 18. 27

　 功能障碍 [0,
 

6] 0. 43 1. 34
　 受教育程度 其他= 0 61. 23

小学及以上= 1 38. 77
经济因素

　 职业 农业= 0 87. 82
非农业= 1 12. 18

　 家庭经济收入 (对数) [0,
 

6] 3. 80 0. 58
社会因素

　 婚姻状况 无= 0 30. 04
有配偶= 1 69. 96

　 居住方式 独居或与配偶居住= 0 66. 09
与子女同住= 1 22. 30
与子女孙子女同住= 2 11. 60

　 子女数量 [0,
 

8] 3. 01 1. 42
　 社会网络 [0,

 

30] 9. 81 6. 39
环境因素

　 活动设施 无= 0 13. 33
有= 1 86. 67

表 6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N= 1215

变量
高强度照料型 居家劳动型 在外工作型

RR-Radios S. E. RR-Radios S. E. RR-Radios S. E.
个体因素

性别: 男性 0. 152∗∗∗ 0. 040 　 1. 766∗ 0. 401 2. 122∗∗ 0. 564
年龄: 60—69 岁

　 　 　 70—79 岁 0. 976 0. 229 0. 560∗ 0. 143 0. 482∗∗ 0. 137
　 　 　 80 岁及以上 0. 999 0. 345 0. 874 0. 282 0. 066∗∗ 0. 069
功能障碍 0. 787∗ 0. 096 1. 446∗∗∗ 0. 083 0. 886 0. 16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上 1. 009 0. 244 1. 151 0. 256 0. 739 0. 178
经济因素

职业: 非农业 0. 854 0. 334 1. 007 0. 320 3. 068∗∗∗ 0. 801
家庭经济收入 (对数) 1. 105 0. 237 1. 074 0. 193 4. 158∗∗∗ 1. 303
社会因素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 898∗ 0. 496 1. 812∗ 0. 461 1. 661 0. 536
居住方式: 与子女同住 1. 744∗ 0. 401 1. 871∗∗ 0. 420 1. 158 0. 317
　 　 　 　 　 与孙子女同住 1. 918∗ 0. 555 1. 459 0. 459 1. 423 0. 434
子女数量 0. 975 0. 081 1. 004 0. 077 1. 051 0. 108
社会网络 0. 969∗ 0. 015 0. 968∗ 0. 015 0. 965∗ 0. 017
环境因素

活动设施: 有 0. 871 0. 256 0. 818 0. 239 0. 573† 0. 182
截距 0. 199∗ 0. 168 0. 068∗∗∗ 0. 051 0. 001∗∗∗ 0. 001
Log

 

likelihood -1024. 582∗∗∗

Pseudo
 

R2 0. 144
　 　 注:∗∗∗

 

p<0. 001;
 ∗∗

 

p<0. 01;
 ∗p<0. 05;

 †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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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工作型” 可能性更大。 但是, 经济因素对 “高强度照料型” 和 “居家劳动型” 这两

类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在社会因素中, 除了子女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外, 农村老年人的婚

姻状况、 居住方式和社会网络对其生产性老龄化模式都有显著影响。 在婚姻状况方面, 与无

配偶的老年人相比, 有配偶的老年人为 “高强度照料型” 和 “居家劳动型” 的可能性更大。
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比,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居家劳动的可能性更大。 而相比不与孙

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与孙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有更多的高强度照料机会。 另外, 与 “低强度

照料型” 相比, 社会网络显著降低了 “高强度照料”、 “居家劳动” 和 “在外工作” 的可能

性。 而环境因素中, 有无老年活动设施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没有显著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改进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 使用安徽巢湖农村地区老年人抽样调查数

据, 根据农村老年人在社会活动、 休闲娱乐、 家务照料、 自家有酬劳动和在外工作的时间使

用情况, 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发现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可以分为低强度照料型、 高强度照

料型、 居家劳动型和在外工作型。 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 个

体因素中的性别、 年龄、 功能状况, 经济因素中的职业和收入, 社会因素中的婚姻状况、 居

住方式和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有显著影响。
首先, 我们基于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 利用老年人时间使用调查数据, 探索我国农村

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 时间使用数据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 有助于我们了解标准调查

无法捕捉到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并记录有酬工作与其他无报酬家务照料, 以及社交、 休闲活

动之间的关联模式[47-48] 。 本研究对农村老年人各项生产性活动时间使用的潜在类别分析显

示,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分为四种类型: 低强度照料型、 高强度照料型、 居家劳动

型和在外工作型, 与已有的侧重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不同, 这是第一个描述中国

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和劳动方式的多元化图景。 与以往西方或城市老年人的研究结果相比,
有以下不同之处。

一是生产性老龄化模式以家庭为中心。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重

视家庭、 贡献家庭的文化传统。 已有研究中, 老年人从事的生产性活动更多是以个人为中心

的经济活动和体力活动, 或是更具有公民社会特点的志愿者服务和活动[26,
 

49] ; 而我国农村

老年人生产性参与更多的是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和场所的家务照料、 自家有酬劳动。 对生产性

老龄化模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 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明确区分了居家劳动和在外工作两种类

型, 虽然二者都是有酬工作, 都具有经济价值。
二是生产性老龄化模式以工作为导向。 从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归类依据来看, 各类型明显

是以家务照料 (非有酬工作) 和有酬工作的特征差异进行区分的。 与西方社会老年人退休

后参与志愿活动和休闲活动为主不同, 中国农村老年人明显在社会活动方面花费时间较少,
参与程度也不高。 即使是在高强度社会活动可能性最高的低强度照料类型中, 其条件概率也

低于低强度家务照料。 低强度照料型这一群体表现为更多从事轻度家务照料, 同时兼顾社会

活动、 休闲娱乐和自家有酬劳动。 因此可以看出, 除了低强度照料型有相对更多的机会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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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和休闲娱乐, 其他三种类型, 也就是约三分之一的农村老年人正在从事单项高强度

的生产性活动, 而其余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虽然单项生产性活动强度不大, 但同时兼顾多种活

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也不小。
三是生产性老龄化模式以多重负担为特征。 本研究证实了深植于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背

景下的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整合模式, 单纯对老年人从事或退出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性活动

的分析难以描述老年人生产和生活的变化和多样性。 我们发现, 在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

模式中, 低强度照料型占 67. 34%, 高强度照料型占 11. 26%, 居家劳动型占 11. 91%, 在外

工作型占 9. 48%, 虽然低强度照料型占大多数, 但不管对于低强度还是高强度的家务照料

者来说, 他们也在从事低强度的自家有酬劳动; 而对于无论居家劳动型还是在外工作型的老

年人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承担着低强度家务照料。 可见, 四种类型的老年人都

面临着多重生产性活动的负担。
其次, 在借鉴西方已有生产性老龄化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生产性

老龄化分析框架, 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相关影响因素。 在个体因素中, 高龄、 功能状况越

差的老年人从事高强度照料或工作的可能性越低, 这说明老年人的生产性参与取决于其健康

状况, 健康状况不好可能会限制老年人参与各项生产性活动的能力, 特别是非居家的活动。
但与此同时, 由于不同生产性活动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要求不同, 功能受限的老年人不一定就

不参与或少参与某些生产性活动。 例如, 我们发现相比于低强度照料型老人, 虽然功能受限

降低了其从事高强度照料的可能性, 但居家劳动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低强度照

料型老人虽然在体力劳动上要求不高, 但这一类型的老人要兼顾高强度的社交活动, 对活动

能力要求并不低; 而对于某些功能受限的老人来说, 居家劳动反而更容易应对。 这也从侧面

说明, 农村老年人的 “生产性” 并不完全受限于其功能状况, 即使是功能状况不好也尽可

能地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性活动。
在经济因素中, 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职业和收入对在外工作型与其他类型的生产性老龄化

模式的差异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与其他类型相比, 非农业和经济收入更高的老年人在外工作

的可能性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技能和资源, 更有能力走

出家门参与劳动力市场。 不过, 本研究中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

目前农村老年人除了家庭劳动和照料, 参与生产性活动比较单一, 教育带来的知识技能和生

产力的差异在家庭劳动和照料中并不明显。
与经济因素不同的是, 社会因素对居家劳动和照料类型的差异解释力更好。 我们发现,

相比于低强度照料型, 有配偶、 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参与高强度照料和居家劳动的可能

性更大, 且与孙子女同住也显著提高了老年人参与高强度照料的可能性。 这与我们 “以家

庭为中心” 的讨论相呼应, 说明在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下, 配偶、
子女、 孙子女作为家庭核心成员对于照料和家庭劳动的需求决定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

责任义务, 对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外, 同样决定老

年人家庭角色的因素还有性别, 我们发现与低强度照料相比, 男性老人参与居家劳动和外出

工作这类有酬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而女性参与高强度照料的可能性更大。 这符合女性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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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者角色, 也符合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制度和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家庭分工[50] , 进一

步证明中国传统家庭性别化的内外分工会延续到晚年。
最后, 本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 这可能与我们

选择的调查点 (中国中部农村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社区建设普遍落后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 乡土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 农村老人正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51] 。
但是,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落后, 农村老年人迫于经济压力以及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带

来的农业生产和未成年孙子女的照料压力, 如何更有效地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 促进老年人

的发展性社会参与, 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社区建设、 关注弱势老年群体需求的生产性

老龄化政策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研究分析的样本来自中国中部农村地区, 研究发现

是否可以推论到其他农村地区或城镇地区还未可知。 其次, 数据来自正在进行的老年人纵向

调查, 虽然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 但纵向调查留存样本老人可能倾向于报告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更积极地社会参与, 未来研究需要利用纵向数据来排除这种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

差。 最后,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诸多特征因素对其生产性老龄化具有显著影响, 但限于本文的

研究重点未进行深入讨论; 而环境因素的不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样本来自同一市县的

农村地区, 社区环境比较单一, 上述不足希望能够在未来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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